
历史研究

明清史的大时代特征
与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

赵轶峰

　 　 摘　 要： 明清中国处于人类历史深刻转变的“大时代”，中国自身历史主题与全球历史变迁主题交融

纠结，呈现空前复杂局面。 研究这样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现代性发生、帝制时代收结、中华文明内聚运动

构成基本问题系列。 现代性起源研究需对现代性本身做清晰界定，清理各种“中心主义”，呈现明清现代性

发展的表现与特点，探索现代性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 帝制收结研究需厘清明清国家体制功能与政治

文化特征，阐释经济体制与发展水平，呈现社会组织方式与生活情态，评析时人价值与信仰方式及知识状

况，解释该时代“盛世”之含义。 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研究需考察该时代中华文明的空间布局与结构、藩封体

制、族裔认同、国家整合，以及前述各项的交错关系。 基于明清史学科特性，相关研究应注重实证考察，积
极借鉴社会科学而不追求社会科学化，宏观与微观研究并重。 作为已经国际化的一个学术领域，明清史研

究需承担理解当下人类处境的部分责任，为重新审视当下时代人类社会基本制度之合理性基础、局限与潜

能提供一些历史经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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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明、清两个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 把明、清两个王朝作为一个时代来研究，主要

着眼点在于社会演变，不在王朝兴衰，因而明清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根本上说，是关于一个特定时代

中国人民、社会、国家各方面经验的综合史，不是王朝断代史。 传统史学偏重的王朝国家政治只是其

中的一部分，远不是全部。 作为一个长达五个半世纪的历史时段，明清承前启后，在中国历史上是几

千年帝制终结的时代，在世界上是早期全球化发生发展的大时代。 这个时代去今不远，是现代中国所

由形成的直接背景和基础，因而是理解现代中国要最低限度上溯而及之的时代。 业师李洵先生一向

主张对明清史做通贯的研究，把明清时代看作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时代。 他指出：“这是中国古

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结合部。 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接轨的尝试，中国与世界

接轨的尝试，东西文明文化统合的尝试，以及新旧社会相递变的尝试。 这个时代的历史不应该仅仅被

理解为明清两个朝代的历史，也不是习惯上常说的那种‘断代史’，而是一个特殊的作为一个整体时

代的历史。 历史上的朝代兴亡是一回事，具有特定历史过程内涵的时代是另外一回事。”①因而，他主

张持一种“明清学”的意识来研究明清史。
明清时代留存的文献、遗存特别充沛，可以展开非常具体、细腻的各类研究。 由于文献、遗存丰

富，也由于该时代的语言、习俗、文化对于当代中国人说来比更早时代易于理解，明清史是最有条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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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李洵先生晚年学术笔记中的一段话，该笔记已与李洵先生晚年教学录音一起整理，题为《中国的明清时
代———李洵明清史讲义》，将作为《李洵全集》第 ５ 卷，由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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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知常识（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加以直接理解的一段历史，并非必须依赖掌握“绝学”的少数专家辗转诠释

才能间接理解。 这意味着，明清史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紧密对接，现代学术的绝大多数方法在关于

这个时代的研究中都可以适用———这是历史学能够全面施展其认识功能的领域，也是最能有效运用

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领域。 与此相关，明清史在当下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的历史学分支，与之相关涉的

理论、思想、研究范式层出不穷，国际化的争鸣也分外热烈。 在这种情况下，整体地审视一下明清史作

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基本特色与基本问题以及相关理论方法的特点，应该有助于充实明清史

研究的学科体系。 本文就此提出一些初步看法，期待同仁指正。

一、明清时代的特殊性

明清中国处于人类历史上深刻转变的一个“大时代”。 这是中国现代社会之前的最后一个历史

阶段，也是早期全球化和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种种发展变迁卷入了全球

大变迁的宏大历史过程，中国自身特有的历史主题与全球历史变迁的主题交融纠结，在中国历史上呈

现出空前复杂的历史画卷。 明清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既是中国性的，又是全球性的。 从偏重特

殊性的角度来看明清时代的历史主题，可以看到三个基本线索：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中国帝制时代的

收结、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基本完成。 从一般性角度看，则明清时代延续着先前时代乃至整个中华文

化传统推演下来的大量制度、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 特殊的宏大历史过程并不包容全部历史现象，
但可以作为把握这个时代特征的主要着眼点。

（一）现代性的发生

中外学术界对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含义曾经做出大量阐释，其中包含许多分歧，但分歧并不掩

盖共性，现代性毕竟是被作为一个从特殊性角度来界定与工业化时代之前社会不同的当下社会之基

本特质的概念来使用的，是着眼于与前现代社会差别的对现代社会基本属性的概括。 现代化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则是从历史演进着眼来看的现代性展开过程，其核心内涵与现代性一致。 即使现代性

可以呈现为多少相互差异的具体面貌，但是在以下方面应是共同具备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机器制

造业为基础的产业体系、公民拥有主导权的独立且开放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以及与前述经济、政治、
科技、社会状况相适应的系统化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思想方式。 这些方面在历史上是相互关联地发生、
发展起来的，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 因而，考察现代性的发生，必须注重社会的整体结构，而不能满足于

找寻性质上与现代社会某些单一要素契合的社会成分。 对于历史学说来，实然历程比逻辑可能性更具

根本意义。 所以，现代性发生问题既是一个关于属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结构、趋势与经验的问题。
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要面对现代性问题，历史学研究的特殊角度是，辨识、阐释、呈现其在特

定社会体系中的经验历程。 其实，虽然现代性要在稍晚时候才成为高频率使用的概念，但中国现代史

学在发展的早期就已经开始探索这一问题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在主要讨论当下

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历史渊源的语境中，探讨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与当时认识的现

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全面走向现代社会的问题。 当时研究的目光从国家起源、亚细亚形态、中国

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表现及其分期，及于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等等。 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中国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同了中国曾经发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且绝大多数学

者认为明清时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也即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时代。 围绕资

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追问与阐释，主导中国大陆学术界明清史研究 ３０ 余年。 在此期间，西方学术界虽

然既不采用也不支持“资本主义萌芽”为核心概念的研究，但是因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实是考察

现代性发生问题的一种路径，西方学术界关于现代中国源起问题的大量研究在基本问题指向角度看

与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其实是一致的。 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萌芽”概念使用频率降低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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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性发生问题的研究很快形成新的热潮，而且成为中外明清史研究交流对话的一个热点。
卷入世界大变迁的明清中国直接孕育了现代中国，明清史研究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认识现代中

国的缘起。 如果不能阐释现代性在明清中国的情状，就无法透彻说明历史中国与当下中国如何关联，
无法说明现代中国的社会特色。 当然，研究现代性并不意味着认为现代性是绝对合理的或者是一切

历史的归宿。 在这个问题上，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潮已经对将现代性绝对化的观念进行了深刻反省，揭
示了现代性本身的诸多矛盾和局限。 现代性要被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经验问题来看待。 这段经

验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相关的研究迄今尚未完成。 明清史中的大量史事在现代性的视角下

可以展现出深刻的意义。
（二）中国帝制时代的收结

现代性发生是明清时代一项重要历史内容，但绝对不是全部内容。 明清中国是更早时代中国文

化精神、制度体系、社会结构与习俗推演出的新的一幕，其中大量内容不在现代性范围，或者与现代性

关系模糊不清。 立足于中国社会自身演变经验来看，明清中国最具有涵盖性的历史过程是帝制时代

的收结。 帝制时代上承与欧洲轴心期时代对应的春秋战国时代，下接现代社会。 作为如此漫长的帝

制时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段，明清时代实际呈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筛滤累积下来的最后状态。 明清

史既是帝制时代的收结期，也就是整个中华前现代传统的收结期，这是从结果来回溯整个前现代中国

历史而做通体透视的最佳节点，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不具备这个特点。
帝制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大变革的直接后果，其在国家制度方面的主要特点是以郡县制、官

僚体系、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系。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国家系统的优先发展，国家权力

体系界定社会、经济、文化各种基本关系，中国的土地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文化形态此时都

与帝制国家体系构成顺应性的结构关系。 因而帝制之内涵是综合性的，是一个关于社会基本形态的

概念，而不是仅指国家机关类型的概念。 从公元前 ２ 世纪到公元 ２０ 世纪初，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反复

的政权更迭、聚散离合，但是社会基本组织方式皆以前述帝制为权力框架。 这种体制在中国历史上绵

延两千多年，明清两朝约占其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长，是帝制体系之组织功能、文化精神达到顶峰，中国

传统文化也达于极致的时段。 因而，明清是观察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
帝制不等于帝国。 帝国作为一个概念附带强力扩张性的含义，主要通过对外政策加以界定，帝制

则是从国家内部组织方式角度界定的。 帝制体系可能具有扩张性，也可能不具有扩张性，这在中国历

史上各有事例。 这种体制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延续两千多年之久，根本原因在于其比单纯的奴隶制或

者封建制都远为复杂，且社会统御力更为强韧。 这种体制在文化精神方面，主要依托于儒家思想为主

的观念体系，在公共权力管理方式方面，采取中央相对于地方、国家相对于社会的集权体制，在政府机

关组织架构方面，采取皇帝—官僚—郡县三足鼎立结构。 与此相应，其社会精英以专业化的国家管理

人员即官僚士大夫为主体，而非以世袭贵族为主体。 在这样的基本结构需求基础上，衍生出培育和选

拔职业官僚的学校———科举制度、从中心到边缘控制力辐射递减的藩服与朝贡体制、社会基层利用宗

法纽带和自然社区组织起来的融合纳税、治安、互助综合功能的乡里组织等等。 这一体制在明清时代

还在相当完整地发生社会组织功能，而且可以看到很多方面在继续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说，明清中国

社会绝不是停滞或者凝固的。 明清时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卷入全球现

代化发展、与西方社会发展潮流对接后发生什么。 即使在 １９ 世纪中叶的剧烈冲撞和社会转型一百多

年之后，那种历史基本情状仍然构成当下中国社会各种演变机制的远因，所以，明清史研究必须要系

统查考和呈现明清时代国家体制与社会结构的演变经历与情状。
（三）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收结

现代中国是经由漫长的文明聚合运动而形成的国家。 这并不是所有现代国家形成的唯一道路，
许多历史上的文明共同体在演变过程中中断、解体、重构、被征服，许多文明在进入现代国族国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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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生分化重组，通过单一民族社会组织的国家化进入现代国家状态。 以往历史学在阐释现代国家

形成理论时，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经验作为基准，对通过文明聚合运动形成的现代国家阐

释不足，甚至视为另类。 这是中国历史学要特殊努力的领域，也是明清史研究的主要论题。
文明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作为性质，指与野蛮相对应的社会属性，包括制度的、伦理的、行为意

义上的社会属性；另一个是作为社会共同体，如称中华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西方文明、基督教

文明、阿拉伯文明等等。① 所有这些文明都大于国家，都包含变化的内部格局，同时也具有制度、文化

共性特征和内部依存性，从而与其他文明相区别。 人类前现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明体系发生

作用的格局中展开的，但是现代史学理论伴随现代国族国家理论一起兴起，当国家理论被用来作为回

溯前现代社会历程的概念框架时，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结构性意义被严重淡化，历史上由文明聚

合而形成的现代国家之历史的逻辑也难以得到充分的阐释。 只有当现代国家理论难以说明当代人类

处境中的某些问题时，文明才被某些人寻找出来作为分析的工具。② 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整

合而来的国家，其形成的原理和某些特性需要运用文明视角结合现代国家理论来加以说明。
文明是比国家更具有持续性的共同体。 文明之内可能出现多个政权体系。 中华文明的初曙时

代，就是无数政权分布的状况，在演进中形成中原核心区，并形成围绕该核心区的文明聚合运动。 这

种运动的根源主要在于中原区域农业社会和交通条件的优越性。 率先发达的农业社会比半农耕社

会、采集经济社会、游牧社会更易于积累社会财富，逐渐形成对于其周边地区的发展优势，形成更大规

模的国家体系和竞争力。 这一运动以亚洲大陆为舞台，最适合大规模农耕社会发展的中原地区成为

政治聚合的中心区。 “问鼎中原”“中原逐鹿”意味着获得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政治统摄地位。 这种统

摄权威也是在核心区最为强健，愈到边缘区愈弱化。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的边缘区经常变

动，有聚散有离合，但朝向核心区内聚是总体的趋势。 这种运动的突出表现是相对于中原的北方半农

耕或游牧社会与中原的贸易、制度文化交流与交融、藩属关系，以及战争。 后者，即战争，短时段视野

下看是基于差异，长时段视野下看是基于关联，是聚合运动的形式之一。 到了明清时代，中华文明的

聚合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主要在清代，中华文明内聚运动达到了国家行政管理版图与中华文明范围

基本重合的程度。 这一过程与西方带动的早期全球化、资本主义兴起原无直接关系，是中国历史变迁

特有的历程，但到了这个时代也发生交结。 明清时代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基本完成的时代，这一运动

的每一步推演都伴随着大量社会变迁现象，都在推出中国的新状况，因而明清中国有自身特有的历史

主题。 由于中国宏观历史经验的这种特殊性，明清中国历史运动不是通过现成理论法则可以推导出

来的，是需要通过具体探索相关问题来逐步澄清的。
除了前述三个基本线索外，这里有一个额外的问题。 在现有历史学分期体系中，明清史包含

１３６８ 年至 １８４０ 年共 ４７２ 年的“古代”，和 １８４０ 至 １９１１ 年共 ７１ 年的“中国近代史”。 在这样的概念

中，明清史连接了两个基本社会形态或者说两个大历史时代。 这是其他任何历史断代都没有的情况。
这种情况除了进一步确认明清史的特殊性和作为转变时代的性质之外，也带来一些困难。 分期法与

历史学的领域、专业划分有关。 研究明清史 １８４０ 年以前部分的学者是从事“古代史”的，研究明清史

１８４０ 年以后部分的学者是从事“近代史”的，而研究古代史和研究近代史的问题意识与方法都有很大

差别。 这实际上影响到对明清史的整体考察。 很多“明清史”著述会在进入“近代”之前止步，不去跨

越那个“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线，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大多也不深究 １８４０ 年以前的清史或明清

史。 近年来，颇有将全清史贯通来编纂的著作，但参与撰写者分任各段者为多。 其实，中国史学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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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轶峰：《〈中华文明史〉序》，见氏著：《评史丛录》，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４５—２４９ 页。
除了 ２０ 世纪初施本格勒（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关于西方文明没落的论著之外，晚近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就是美国
学者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文明冲突论。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译，北
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用的“古代”概念偏于宽泛，“近代”以前即 １８４０ 年以前的时代都被统归“古代”，而西方学术界所说的

“古代”（ａｎｃｉｅｎｔ）特指古希腊、罗马时代，其后是一个漫长的“中世纪”（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中西

历史多有不同，无需刻意统一用法。 但是，研究者应该注意到，“古代”的宽泛用法在语义上提示明清

中国的“古代”色彩，甚至可能提示中国历史停滞性或某种古老形态“长期延续”的意识。 明清固然不

便径称现代，但也不是纯然的“古代”，而是一个大变革时代，是最终走入现代的时代。① 这个问题涉

及学术界已有习惯，不便多议，仅建议相关学者再加推敲。

二、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

明清时代的特殊性使得相关研究必须直接研究一些特殊的论题，否则就无法说明这一学科领域

的整体性和问题系统，因而也就无法形成关于这一时代的总体认识。 基于前述关于明清时代特殊性

的看法，可以直接提出三个方面特殊且又具有基本性的论题，各论题又涉及若干分支性问题。
（一）中国现代性的起源

如前所述，明清中国处于现代性在全球展开的时代，其与外部世界的关联程度远远超过以往且快

速变动。 到明清时代的后期，中国发生了历史上空前重大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变革，塑造了现代中国的

基本面貌，也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这一宏大历史过程作为明清历史的一大主题，要求任何

从总体上就明清史提出看法的尝试，都需要对中国现代性起源和发展问题做出说明，包括阐释现代性

在明清时代发生发展的轨迹和命运。 事实上，自现代历史学兴起以来，国内外明清史研究的所有重大

论说，都以某种方式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也就是说，事实上现代性起源在所有关于明清史的成体系

理解框架中都是基本问题。 例如，中国明清史研究中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从经济生产关系中

资本主义要素的角度来考察的现代性起源问题。 虽然局限于要素或“萌芽”来研究不足以全面阐明

现代性在中国的起源和历史命运，但这种研究对于认识明清时代赋税、财政、货币、市场、贸易以及雇

佣劳动关系中的新质因素乃至本土经济现代性的样貌有巨大意义。 基于这种研究所达到的基本共识

之一，是明清中国社会仍在发展而非陷入停滞，这至今是研究明清经济、社会史和中国现代性起源问

题的基础。 在现代性起源层面来看，中国明清时代经济、社会领域中已经发生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

质可契合的成分，并且具有形成趋势的态势，但是现代性发生是超出经济史范围的问题，需要在经济、
文化、政治、社会、思想、科技各个领域都加以实证考察并进行综合来认识的问题。 由于西方中心主义

长期流行且欧洲现代社会发生先于中国，关于现代性发生的理论都以欧洲历史为参照。 此类理论在

用来论证中国历史的时候，难免把欧洲历史作为标准、尺度，中国自身历史就被理解成为停滞的。 例

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在介绍他自己最后一部著作中关于明清部分的主题

时就表达了这样的预设。② 另如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基督教新教伦理促成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学

术，用某种特定宗教伦理决定论来阐释资本主义发生，而基督教新教是西欧特有的信仰方式，展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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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史学界对 １９８０ 年以后历史有“近代”“现代”“当代”之分，这是中国学术界对 １８４０ 年以来中国史的细致划
分，与本文讨论的“现代性”并非直接对应。 在英语中，与中文近代、现代二词对应的都是 ｍｏｄｅｒｎ。
费正清说：“如今，一般都公认，西元十二世纪的中国整体上要比欧洲先进。 那么，中国为何且如何落后到后面去？
中国在世界上的主要民族国家中，为什么变成了进步的迟到者？ 如果中国的生活条件和设施在十八世纪时还和
欧洲大致不相上下，怎会在工业化的脚步上比欧洲慢那么多？ 单单一个原因解答不了这样大的疑问。 我们将在
第二卷中从多个角度探讨这启人疑窦的问题。”见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费绚译，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９４ 年，
《自序》第 ３ 页（该中译本原书诸序未标页码）。 这样来提出基本问题之后的明清历史叙述，自然是把中国何以在
此时从先进变为落后作为基调的。



后还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是西欧历史特殊现象的论说。① 这种情况在 ２０ 世纪中后期开始有所改变，
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弗兰克（Ａｎｄｒｅ Ｇｕｎｄｅｒ Ｆｒａｎｋ）、彭慕兰（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
王国斌（Ｒ． Ｂｉｎ Ｗｏｎｇ）等人都在尝试创立经济现代性在 １５ 世纪前后的亚洲展开的论说，这在突破欧

洲中心主义方面有积极的意义。② 但是这些论说都偏重于经济领域，而不是多领域综合考察的结果，
有待进一步讨论。 赵轶峰关于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的研究采取了结构演进综合考察的方法，还待充分

展开。③
中国现代性起源问题不是一个单一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簇，即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组合。 其中最少

包括以下问题：
１． 界定现代性、现代化，并将之与可能混淆、纠结的其他概念加以区分。 在这个问题上，以往曾经

发生一些需要反思的经历。 比如过度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甚至雇佣劳动关系来找寻现代性，是
比较狭窄并与决定论纠缠的方式。 再如以生产力水平或 ＧＤＰ 来判断社会变迁的趋向和水平，虽在纯

经济学意义上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讨论，但在历史学角度看也出于对现代性做狭隘理解的思维路径。
现代性比资本主义经济、人均生产力水平外延更宽，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状况属性。 关于明清现代性的

研究，必须突破过度聚焦于经济资本主义的思维取向，而将问题域度拓宽。 与此同时，还需要防止把

现代性概念过度泛化，防止把性质模糊不清的各种变化都当作现代性的表现或者“社会转型”来看

待。 界定一种论说的核心概念不是拟出定义就完成的事情，需要同时提出阐释性的论说，需要说明诸

如“早期现代化”与“现代化”如何区别，现代化路径的差异性中的因果关系，现代化发生的一般条件、
机制如何，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究竟是何种关系，如何看待现代性发生过程中的内生与外烁作用等一系

列问题。 在这些方面的每一步进展，都可能有力推动明清史研究的深入。
２． 清理各种“中心主义”。 基于现代性起源和发展的不同步性，欧洲中心主义论说曾经占据与现

代性相关的各类问题研究的支配性地位。 在这种观念主导的研究中，明清中国的历史总体上说是停

滞或变态的，思考的方向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与西方同步发展，结论也基本是教训性质的。 在现代

性是欧洲社会特有产物的论说中，中国的现代性滞后最终会被归结为文化问题，从而接近于一种宿

命。 还有一些研究者强调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致力于找寻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强调本

土也有内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 这有助于反拨西方中心主义，但是无法解决中国资本主义为何

晚于欧洲的问题。 历史学是关于已然之事的研究，价值立场并不决定一切。 从已然事实的角度看，中
国现代性发展成为主导性历史趋势的时间的确晚于欧洲，因而才有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危机和剧

烈社会转型，这种时间差无需否认。 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其认为西方在某一特定过程

中曾经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于认定西方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恒定中心，认定西方历史过程是评价人类历

史过程的尺度，在于将非西方社会在现代性发生过程中滞后于西方这一事实扩大成为西方文化社会

恒定地优于非西方社会的判断，在于对非西方历史经验意义的漠视。 通过明清史研究来清理西方中

心主义的路径，不在于把中心移位———如把中国或亚洲说成中心，而在于彻底检讨单一文化系统中心

主义的逻辑和事实依据，从而更公允地解析非西方式历史现象、过程的发展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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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马克斯·韦
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１ 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贡德·弗兰克：《白银资
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
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王国斌、罗森塔尔：《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
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周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 关于后者，还可参看罗曼·施图德：《大分流重
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王剑文译，上海：格致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续
编）》，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



３． 梳理和呈现明清现代性发展的表现、特点与历程。 迄今以来大量明清史研究实际属于这类研

究。 中国大陆学术界争论多年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是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中国现代性

发生发展及其特点的研究。 西方学术界主流不采用“资本主义萌芽”概念，但用不同话语方式实际关

注了同一方向的问题。 因为如此，学术界普遍不再采用“资本主义萌芽”概念之后，“资本主义萌芽”
研究中的大量实证性成果依然构成明清史研究的有效证据。 采用“现代性”为核心概念进行该方向

的研究，可以激活原有研究，同时扩展视野，沟通中西学术界的相关进展。 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现代

性”在明清中国的历史表现是比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更便捷的事情，相反，这意味着进入更复杂的问

题阈。 实际上，在人类文明史的较早时代就可以看到诸如商业、货币、雇佣关系、税收、资本、借贷、分
工、殖民地，甚至民主政治等等社会要素，问题在于，此类经济元素在没有组合成为支配性结构和趋势

的时候，可能与其他社会因素组合而涌向与现代性不同的其他方向。 所以，关于现代性发生、发展之

表现的研究，需要兼顾要素与结构，而重心应该在结构与趋势方面，如此才可能具体、真切地认识中国

现代性的起源。
４． 探索现代性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 现代性发展对于原有的社会说来是一场深刻的变

革，传统是否及如何孕育了现代性，或者如何接纳了现代性，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性的时候———具

体地说就在明清时代，发生了什么，旧传统如何演变成为新传统？ 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类研究

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儒学、儒家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 列文森（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狄百瑞（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 ｄｅ Ｂａｒｙ）、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Ｔ． Ｍ． Ｎｅｅｄｈａｍ）、杜维明、葛兆光等在这方面都做了重要的工作，而尚待

考察的问题仍然很多。 这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对于民间组织、文化、信仰、习俗、日常生活的研

究。 近年明清史研究中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为深入探索现代性的社会和民

间表现、经验与遭遇创造了更好条件。 又如，通过特定的事件、人物、制度、现象等等来考察现代性与

传统的关系也是可行且必要的。 这种研究背后的重要追问是，现代性社会转变固然是在欧洲率先成

为一个连续历史过程的，但如果那并不证明诞育现代性是欧洲文化的专有属性，其他文化、文明与现

代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如何解释非欧洲文化发生现代性的滞后，明清中国遭遇外来强势现代性冲

击时所发生的回应、调适、改塑凭依的文化资源究竟是什么？ 从明清中国的历史演变中可以获得哪些

历史经验？
５． 为阐释后发现代性历史经验提供历史背景资源。 现代性无论从何而起，毕竟在 １５ 世纪以降的

几百年间蔓延全球。 对于全球绝大多数地区而言，即使存在本土现代性或多或少的准备，但这毕竟还

是一种突然来临的社会体制及文化意识改变过程。 全世界各地社会在现代性兴起的几个世纪间无不

参照现代性的进程而调整了自己或者被调整。 在思想学术界早已开始思考所谓“后现代”问题的时

候，其实一个更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后发现代性的历史经验。 这不仅涉及中国，也涉及所有非

西方国家。 迄今只有依附论者在这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但其主要参照，虽然涉及中国，却是拉

丁美洲国家，并且把重点放在探讨拉美现代化发展的国际体系困境方面。 中国近年的快速发展所依

托的背景和资源，与拉美国家不同，且与明清时代留下的遗产有关，也与参酌原发现代性社会经验教

训有关。 后发现代性究竟具有何种性质和潜力，如何看待后发现代性带来的新局面？ 这是重要性丝

毫不亚于现代性发生问题本身的课题。 这种研究当然不是明清史可以完全承担的，但离开明清史的

相关研究肯定难以真正透彻。 现实与历史是衔接的，现实状况不断向历史研究者提出新的问题和思

考方向。 从中国后发现代性经验为思考核心来回溯明清时代历史的研究，可能会提供某种关于非欧

洲式现代性的知识。
（二）中国帝制时代如何收结

帝制自秦以降运行两千多年，如何看待其间得失，这是中国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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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叙述、呈现、阐释这种经验，是中国历史研究应有之义。 明清时代，这种体制运行已至最后的巅峰

状态，是对之进行综合研究的最佳时段。 相关研究范围宽广，以下方面较为突出。
１． 明清国家体制、政府功能与政治文化。 帝制并非一成不变。 明清时期的皇权趋于加强，贵族政

治在明初、清初都曾回潮，先秦就已形成的丞相制到明初被永久终结，前所未有的内阁制度在明朝俨

然成为中枢，八旗在清朝成为支撑皇权的主要军队，明清律法相比前代有所损益，这些都是前所未有

的新局面。 明清两代的国家机关组织方式、君臣关系、君权行使的方式、边疆战略、士大夫与宦官等在

国家机关中的角色，两朝政治文化气息等等，也在帝制框架内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色调。 清代还

有诸如八旗之类明朝所没有的制度。 明清两朝都维系了两个半世纪以上的统治，表明这两个王朝的

统治功能最少不低于先前历朝。 这意味着，帝制体制的行政功能在明清时代并没有明显降低，没有呈

现出自我消亡或自我否定的迹象。① 因而，我们不能简单预设既有体制在明清时代是处于自我瓦解

过程中。 在晚清遭遇西方列强直接挑战之后，这个体制的巨大弊端才进入危机状态。 在反复尝试的

自强、洋务、改革、变法过程中，帝制没有找到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被迫终结。 彼时，推动其终结的

革命，远不及明王朝终结时所发生的农民战争更具有暴力性———个中缘由尚无充分解释。 晚清的改

革与革命，既是审视帝制体系功能、特质、支点、弱点、弹性、局限的轴心性课题，也是研究帝制时代各

种结构与成分如何消亡或者嵌入现代社会的基本对象。 在把晚清视为“近代”的语境中，改革、现代

化、革命是最突出的主题，这有重大意义，但如增加帝制终结机制这一主题，又可以发现许多新的论

题，进而实现关于中国帝制体系终结的完整叙述。
２． 明清经济体制、生产方式与生产力水平。 经济史是中国现代历史学最重视且成果最丰厚的分

支。 明清经济史因为资料丰富以及与当代相衔接又是经济史研究的热门，梁方仲、傅衣凌、全汉昇、何
炳棣、吴承明、李文治、帕金斯（Ｄｗｉｇｈｔ Ｈ． Ｐｅｒｋｉｎｓ）、施坚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等名家辈出。 在素多累

积的基础上，近年明清经济史研究不断出新。 以往明清经济史偏重考察生产关系、土地制度、赋役制

度、人口，晚近研究更多关注生产力，而且尝试建立明清经济状态与当下中国经济结构趋势的关联。
加拿大学者伊懋可提出的明清中国经济“高水平陷阱”论，美国学者黄宗智提出的“内卷”说，彭慕兰

提出的“大分流”说，李伯重提出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说等，都在这方面提出引人注目的主张。②

基于大幅度增加的可利用文献资料和新的经济学理论，近年关于财政体制、赋税结构、仓储系统、政府

财政效能、货币形态与货币供给的研究更为细化。③ 以往的研究强调明清时期封闭的农业经济自给

自足性征，其指向是说明中国经济落后的因由。 近年的研究则揭示出明清经济的市场面相、经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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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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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法国学者魏丕信（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ｉｅｎｎｅ Ｗｉｌｌ）的研究是一个突出范例，参见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
与荒政》，徐建青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Ｍａｒｋ Ｅｌｖ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
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 年；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
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赵轶峰：《明代的变迁》第四部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８ 年；林满红：《银钱———１９ 世纪的世界与中国》，詹庆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万明：《明代
〈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
究》，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１６ 年；倪玉平：《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北京：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７ 年；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高寿仙：《嘤其鸣———明清社会经济论评》，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
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９ 年；苏新红：《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



之精神、农商并为基础的性质和半开放的特质等更深层面的情况。① 此类研究不仅细化和确认了以

往明清经济史研究已经看到的明清时代商品货币经济活跃的一般状况，而且进一步揭示出，商品经济

的发展与帝制国家制度与政策绝非全面冲突，而是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契合关系，其间颇有帝制体系与

商品经济并同发展的迹象。 这些发现，综合起来，其实已经在构成关于明清经济的崭新理解，其进一

步深化，可能形成系统性的新看法，甚至可能推出中国经济史的新理论，对现代中国的经济历史溯源

提供更贴切的知识参照。
３． 明清社会结构与生活情态。 除了经济环境、经济结构外，明清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情态

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指处于国家权力机关之外的组织性社会关系，主要包括阶级、社会分

层、族群分布、区域差异、城乡关系、性别角色、宗族、社区、民间组织、帮会、乡约、里甲、保甲、寺院、私
人企业等等。 这些非政府体制的组织性结构与政府体系一起构成社会秩序网络，是社会日常运转中

每时每刻发生作用的基本细胞和子系统。 生活情态是社会结构与组织日常运行的情况状态。 这二者

通常被视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但是，以现代学科来区分历史研究领域而划分出来的所谓“专门史”
都伴随着特定的视角，因而全都不可过分拘泥。 在运行的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相

互连通，无法彻底分开。 比如社会分层（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既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
也是法律的，还是观念性的。 所以，研究明清社会结构与生活情态，既要借助社会学、社会史的理论与

方法，也尽可以做政治角度、文化角度的考察，最终都要进入综合的历史叙述中。 明清时代那些非官

方的社会组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政府权力和平共处并接受政府管控，一起演绎日常社会生活的秩

序逻辑，但在极端情况下，也与政府对抗，甚至成为社会秩序的颠覆力量。 明清社会结构的新异性中，
宗族组织活动的普及是一个受到学术界特殊关注的情况，一般将之与儒家文化的下移甚至国家政治

领域的一些变动相关联。 虽然关于宗族在其发达地区社会生活中的存在形态和组织作用已经有比较

详细的研究，但对于宗族分布的不平衡性还缺乏理论化的阐释，对明清宗族繁兴与现代性的关系也没

有清晰的论证，宗族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也有待更深入的考察。 阶级关系是较早时期明清史研究的一

个重点，阶级间的矛盾性曾经被夸大为历史发展的恒定动力，这是有所偏颇的。 近年的研究则颇有讳

言阶级的意味，连同明清时代多次大规模民间反叛运动也难得有人再加研究，这是矫枉过正。 明清社

会肯定是以多种方式分层的，阶级差别真实存在，阶级冲突有时非常尖锐。 阶级矛盾和社会分层的研

究并不需要把阶级斗争设定为恒定的发展动力，还有许多其他的研究方式可以采用。 比如对社会分

层状况、变动因由和趋向、社会有序与失序的机制等等问题进行考察，都有意义。 回避阶级关系和社

会分层，实际上无法理解明清社会。 明清社会的另一个突出的新异性表现是社会流动性变化。 其中

既包括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跨职业流动，也包括跨阶层流动。 由科举制度提供的纵向流动只是这种社

会流动性原因中一个比较传统的机制，由社会身份固化的松弛和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分化与重组是

更重要的机制。 在与社会分层相关的许多问题上，明清两代并不尽是顺向的演变关系，其间有非常复

杂的曲折状况。 比如，社会分层在清代发生了与八旗制度相应的深化、人的依附关系再度增强。 所有

时代和所有社会体系中，都有一些在既定体制中比较稳定地拥有国家权威之外的话语权、决定权地位

的人群，一般称为社会精英（ｅｌｉｔｅ）。 明清时期的社会精英一般被认为是缙绅，在野的则称为“乡绅”，
这是与科举功名与士大夫身份相关的一种社会身份。 学术界对缙绅、乡绅曾经非常注重，将之理解为

基层社会支配结构的主要社会成分。 近年的研究注意到，在缙绅、乡绅之外，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角

·９·

赵轶峰：明清史的大时代特征与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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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亦很突出，明清时代呈现为一种绅商并为“精英”的结构状态。 明清中国是一个地域空间广大的体

系，社会结构研究的另一方面是地方社会差异性。 关于徽州、华南、华北、长城沿线、西南等地的社会

史和历史人类学方式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尤其是其田野调查所发现的资料可能为未来更

深入的研究提供条件。
４． 明清时人的价值观念、信仰方式、知识状况。 明清思想文化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重视，无论中

西明清史学界，在此方面皆成果斐然。 在帝制体制收结的角度来研究这一问题系列，主要追问的是明

清时人的价值观、信仰方式、知识状况所显示的中国帝制乃至整个文化传统在抵达现代社会前夜达到

了怎样的状况，在观念、信仰、知识与世界大变迁带动的社会大转型之间做一番互视，以求获得对于这

一文化传统更深一层的认识，同时获得对中国现代历史命运更深一层的理解。 其实，新史学发展起来

之后，许多历史研究者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萧公权、狄百瑞、列文森都是

先驱。 李约瑟在完成其巨著《中国科技史》之后陆续写作汇集而成的《文明的滴定》也表达了这种研

究意识。 他研究的中心当然是科学知识和技术，但他把科学技术置于与制度体系、价值系统、哲学、思
维方式交织为网络的视野下来思考问题，因而其著作带来启发。 马克斯·韦伯也从儒教、佛教、道教

与资本主义契合度分析角度思考了类似的问题。 他的方法论虽因夸大伦理的社会变革作用而遭受批

评，但是其说包含的那种认为一种新的社会体制兴起必须伴随价值观和信仰方面变革的思想，也是富

有启发性的。 目前有关明清思想文化知识的研究成果众多，尤其在有关理学、心学、礼仪制度、经世思

潮、天学、汉学、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东来、晚清变革思潮方面成果尤多。 在此基础上，如果更明确地

把握这个时代作为帝制时代收结期的特殊性，相关研究皆可触发新的认识。 比如，通过对庶民信仰方

式的考察，可以查见其对于经商致富其实认可多于鄙夷，明清庶民伦理与商品经济并无根本冲突，完
全可以契合。 又如，明清士大夫出处之际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始终纠结，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现
实主义作用超过理想主义，儒学虽仍受推崇，但已很大程度上形式化。 清代主奴关系意识侵蚀官场，
儒家士大夫的理想主义逊于明代，清代有学术而少思想创见与此有关。 再如，明清两代皆有就当时而

言实现治理高度有效性的君臣，其思想、举措的社会治理意义还可深论。
５． 明清时代的“盛世”。 中国帝制时期历代皆有国势足以安边、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繁荣、政治相

对清明、民生相对安谧的时期，以往习惯称为“盛世”或“治世”。 明清时代也有此类时期，表面看是历

代兴衰治乱轨迹重复上演，但如考虑前文所说明清时代的特殊性，则此时盛世有与前代盛世意义不同

处。 明代只在前期有几次为时较短且不甚明显的治世，不论，清代出现的持续一个世纪的康雍乾“盛
世”，非同小可。 这场“盛世”终结时，已经是 １８ 世纪末，半个世纪之后就是那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 因而这场百年“盛世”的规模、时长和发生的时机意味着，中国的帝制体系虽有层出不穷的弊

端，但直至 １８ 世纪末也没有发生自我瓦解的过程，因而才可能推出“盛世”，所以倘若没有西方列强

的强势冲击，则这种体制还会延伸。 这个时代的盛世之所以实现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基础究竟如

何，恐与史学界长期概括的明清时代那个封闭、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正在瓦解的“封建社会”
未必一致。 相关的解释，会对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发挥重大作用。

（三）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遗产

明清时代正当世界史上所谓现代国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成为唯一主权国家的时代。 这种体系被

广泛认同之后，所有不符合国族国家标准的社区、社群、社会共同体都难以顺理成章地宣称独立主权。
但是这种国家概念和国际秩序体系有利于单一民族组成国家，不利于包含多民族的国家获得国际认

可。 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通过几千年文明内聚运动形成的国家，始终是包含多民族在内的共同体。
这一内聚运动在明清时代仍在进行，且有重大进展，在清代实现文明覆盖地域与国家管理区域范围基

本重合的局面。 这种局面根本改变了中华文明共同体内部的族群空间关系，是中国前现代历史发展

的特有形式，是中国历史最宏大的结构性变迁过程。 该过程超出政治、经济、社会一般发展变化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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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因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不能单一提供充分解释，理应是历史学进行事实与理论结合探讨的

论题。 这种内聚运动在中华文明形成前期就已开始，各时代皆有发展。 因为明清是这一过程完成的

时代，所以明清史研究必须澄清其基本表现，尤其是中华文明聚合运动对中国现代国族国家特性所投

射的历史背景和衔接关系。 以往关于明清边疆史地、明清边疆经略、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研究已经成

就斐然，从文明聚合的角度再加透视，应能够通贯古今，提升论证的理论严谨性。 相关研究可以分解。
１． 明清时代中华文明的空间布局与结构形态。 文明是最大的社会共同体，其中可能包含多个政

权。 前现代社会的政权并不神圣，聚散离合，变动频数，这与现代国家有深刻不同。 所以，古代史不能

盯着一个政权体系来研究。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应该以文明共同体为基本单元来研究。 现代历

史学习惯于把当下的国家作为基本单元来看古代史，这样叙述出来的就是今日国族国家的往事———
结果成了原点。 其间，历史上大于和小于现代国族国家空间范围的情况都要暧昧处理，否则可能引起

国族他者的质疑。 但结果不是原点，历史是逐渐推演过来的，其间有大一统，也有多政权并立；有相对

稳定的核心区域，也有波动盈缩的边疆区域。 研究这类现象的时候，运用文明史的方法，可以理顺许

多问题。 就明清时代而言，明朝国家政权控制区小于其前的元代，也小于其后的清代，但是从文明史

的意义上说，元明清政权的空间基本都在中华文明聚合运动的空间范围。 历史上的多政权、多族群并

立、竞争状态必须在超政权体系的视野下才能看到其背后的关联和结构。 明清时期的中华文明之总

体空间范围、梯次结构、差异与关联的方式，是要重新审视和叙述的。 在这个系列中，清代长城军争线

的消失是应该特别重视的。 长城是先秦时代就开始经营的大体分隔农耕暨核心区与游牧或半农耕区

暨北部边缘区的军争线。 明朝为维护这一界限持续耗费巨额经费和人力，最终被拖垮。 清朝则将此

界限的军争性质彻底消除，这在表面看去是清朝以边疆少数族裔入主中原带来的自然结果，放在中华

文明史演进历程中来看，是一个划时代的巨变。 从此以后，“中原”王朝兴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联

要素，即应对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军事挑战，保持重兵防卫北方态势的战略必要性基本消失。 长城

沿线成了一个农耕拓展、族裔融合、南北经济文化密切交流的区域。 以此为前提，清朝获得了前代罕

有的财政腾挪空间，得以经营西北，推动国家行政管理范围较大程度地与文明覆盖区域重合。 清朝实

现这一变化，是先前历代中原与北部边疆沿线内聚、融合累积势能的结果。 明清两朝的连续性与转折

性，要观照这一问题才可能说清，现代中国疆域与国族国家形成的内在逻辑也需要观照这一问题才能

说清。 曾经有人将长城视为所谓“中国本部”（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ｅｒ）的北部边界，进而主张现代中国应局限

在长城之内。 这种论说的失当，在中华文明聚合的论证中可以廓清。
２． 明清时代的藩封体制。 藩封体制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最晚在周初已经大规模展开，而其延

续，直到帝制时代结束。 这样漫长的一种大规模的管属体系与现代国家体制深刻差异，却又是中国历

史的一个持续不断的线索。 其背后，正是中华文明聚合的漫长历程和逻辑。 明清中央政权体系全面

直接管辖区是“行省”系统，相当于当时的“内地”。 边疆人口稀少而需布置区域性军事机构带管民

政。 边缘且有地方族裔自治传统地域，采用土司方式治理。 更远且地域空间更大的区域朝廷封其统

治者为王，世袭自治。 这种体制，仿上古五服系统之意，可能辐射到更远范围，形成“外藩”。 此类外

藩在国族国家形成时代做何归属，抑或独立，取决于当时具体时局、人事。 外藩亦以受封为标志，如不

受封，则不在此体系之内。 又因为明清皆自居大国，非藩封者如欲同明清政府往来，需以“朝贡”为
名，如此形成外交话语和行为惯习。 与这种等差的格局相应，中国历史上就“华夷”辨识及其关系论

辩不息，论辩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中华文明聚合中的自我与他者关系。 以往研究藩封，大体局限在政

权支配关系或者中外关系方面，从文明内聚角度考察藩封体制尚有很大展开空间。
３． 明清时代族裔认同、国家整合、文明内聚的交错关系。 文明是超过族裔（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规模的

社会共同体，中华文明是多族裔社会围绕华夏核心区不断聚合演变的文明。 族裔本身以及各族裔之

间的关系是变化的，变化的重要原理就是内聚运动的发展。 内聚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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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而衡量其程度的重要尺度就是现代社会观念非常注重的“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在中华文明

传统中，内外尺度主要不是人种或者族裔性的，而是文化性的，“所谓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亦《春秋》
与善之法”。① 所以，种族、民族不是中华与否的界限，文化认同才是界限。 明代其实所谓“华夷”之
间始终发生融合，清代则北方满蒙等少数族裔已经认同中华，同时保持着与中华文明内部其他族裔的

一些文化差异。 中华文明核心区政权并非一个族裔独占。 明清两朝，一个是汉族居政治主导地位的，
另一个是少数族裔居政治主导地位的。 明之前的元朝也是少数族裔政治主导的。 少数族裔政治主导

的王朝推动聚合的势能可能更大。 中华文明内聚运动在帝制时代收结之际的最后一个王朝是少数族

裔居政治主导地位的清朝，这对现代中国兴起的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前述情况的历史学阐释，虽
然已经不少，但是未经研究的问题也不少，且分歧尚多，有待深化。

前面讨论的基本问题都是从明清时代特异性出发提出的宏观层面问题，除此以外，明清时代继续

发生各断代都有的内容。 如环境变动、王朝治乱兴衰、政策得失、各类人物、文化与信仰之形态、科技

成就、学术与思想方面的表现、社会组织方式的样貌、重大事件、国际关系状况、文献系统、艺术表现，
乃至民生日常状态、节奏、气韵等等。 历史学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凡能由研究者界定出加以研究的

意义的往事，都可以成为历史学的合理论题。 故前述基本论题远不能涵盖明清史所有问题。 提出这

些论题是因为，对于一个时代的历史学研究，必须辨识、澄清和阐释该时代最重大的历史演变线索。
这样的线索与其他方面的研究是相互辅翼而不是相互冲突的。

三、明清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识

历史学是人类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学问之一，但是到现代社会发展起来的时候，这种学问与社会形

态一起发生了深刻变化，故现代历史学虽与传统历史学前后相继，其观念、方法、视阈、问题系统以及

现实观照的方向皆有不同。 其最显著的差别在于，现代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哲学及各门社会

科学紧密关联，因而受哲学社会科学新思潮、新理论影响至深且巨。 在这样的转变中，以问题为中心

的专题研究替代以记述为中心的编纂学成为历史学家工作的主流，史学家的视野空前宏阔，追求创

新，注重理论阐释，研究的范式也经常转变。 明清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自然分享现代历

史学的基本特点。 发展至今，凡明清时代近 ６ 个世纪间所有事情，无论庙堂政治、林下舆情、典章制

度、文化学术、民生日用、器物技艺、疆域邦交、环境资源等等，皆为研究对象。 各种理论、方法，凡有助

于梳理、分析明清时代史事者，也无不用于明清史研究。 在历史学已经如此多元、多样化的情况下，研
究特定领域的历史学者，需要在发散式思维与保守式思维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开放心态对待古

今中外一切相关思潮，又需对任何进入自己研究视野的理论方法有所审视，加以鉴别，不事盲从。 一

个学者或者可以随波弄潮，竟有成绩，一个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却需有些定力，需要从本学科特殊性角

度出发，对当下历史学主要理论倾向不断做出评析，否则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当下史学理论思潮

众说纷纭，恰是一个锻炼历史学研究者思想开放性与定力的时代。 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值

得治明清史者仔细斟酌。
（一）坚持实证研究

此点针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可能对明清史研究形成的影响而言。 追求真相，主张“直书”、书写“信
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传统。 即使历史学家的作品并非皆能达到那种标准，但凭借可能发现的一切证

据来辨识往事之真相，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 因为中国史学早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当西方实证史学

在 ２０ 世纪初传入中国的时候，中西史学迅速结合，形成中国现代史学的新传统。 中国历史学研究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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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取得的绝大多数成就都是这一新传统的结果。 新史学的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等人，对历史学家

认知和书写过程中有主观因素的介入早就有很深刻的认识，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认为实证研究不再可

能，由此导致的是更为严谨的探寻历史真相的理论和方法。 这一传统并非没有缺陷，在历史观层面，
受机械的进化论历史观影响比较显著，在认识论层面，对历史认识的相对性考虑不足，在方法论层面

也有种种局限。 这些问题，其实在 ２０ 世纪中前期开始就被逐步注意，因而才有历史学理论方法的不

断调适。 到了 ２０ 世纪后期，现代性本身以及启蒙理性的绝对性受到质疑，后现代主义批判成为思想

学术最强劲的思潮，连带在史学理论界出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 这种哲学在确认实证主义或客观

主义史学的缺陷时，对历史学的基本性质进行了颠覆性的重述，以至于达到深度曲解历史学的程度，
成为历史研究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必须从自己研究实践立场加以回应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

的大致逻辑是：历史学家无法直接观察其研究的对象，只能通过文本从事间接研究，而文本是经人选

择和主观建构过的，所以历史学家所能认知的并不是实在的真实，而是他们自己选择作为历史事实的

东西。 “历史是以历史学家对事实加以选择排列，使其成为历史事实开始的”；历史是“过去的事件跟

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对话”；①历史学家达到认知和叙述客观性的诉求是如同“把果冻钉

在墙上”的一种难以实现的“高尚的梦想”。② 历史学是“诗性”的，与文学没有根本不同。③ 历史学发

生了“语言学转向”（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ｕｒｎ）。④ 此类言说在讨论历史学家达到绝对客观性的困难时，回避甚

至否认了历史学追求以往事实、真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消解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意义，同时为

历史解释和历史书写的随意性扩大了合理空间。⑤ 此种论说倘若成立，不仅前文所论明清史研究的

基本问题都无研究的必要，迄今为止明清史研究界所做工作的绝大部分内容也都是缺乏意义的事情，
明清史研究要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如何“建构”和“书写”研究者的所谓思想上面去。 然而历史却并非

如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所申说的那样只存在于观念或者文本中。⑥ 任何研究明清史的学者都知道

明清史是绵延五个多世纪的大量史事构成的中国人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的一些后果伸展到后来，直
至当下而与我们这些研究明清史的人直接关联。 明清时代发生的大量事实可以依据传世文献和大量

历史遗存以及后果来做清晰的考证，绝非只能做诗性的建构，任何人的研究结果也要接受同行关于其

可靠性、公允性的评价。 明清史研究需要研究者的思想，但其根本意义却不是由研究者借诸明清史的

名义来“发明”自己的思想，而是澄清明清时代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事言谓之史”。⑦ 对于历史

学家而言，无事实则无思想，虚构事实即误导思想。 判断事实要靠证据，为此明清史研究者需要研究

大量文献和实物，要做实地踏查。 文献学、档案学、版本目录学等等，都是因为实证研究的需要而形成

的工具学科。 后现代批判思潮在认识现代社会局限方面振聋发聩，在透视现代社会制度、观念方面甚

为锐利，大有助于克服各种类型的现代性或现代化迷思，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实证研究

的解构是过分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现代历史学发生的一种“内卷”现象。 其间因由，大可研

究，但今人不可因其晚出且有哲学格调，便以为高深，盲目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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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借鉴社会科学而不追求社会科学化

此点相对于晚近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些高影响力范式或论说而言。 现代历史学从兴起之时开始，
就与社会科学密切关联，以尽量科学的方式探寻历史中具有普遍性、规则性的原理、现象、属性，一直

是现代历史学的诉求之一。 这种诉求在 ２０ 世纪逐渐累积成一种强大的历史学与各种社会科学，包括

但不限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等结合的传统，形成各种学科交叉的研究

方式，有力推动了明清史研究的发展。 其中，明清经济史研究得益于经济学最多，成果极为丰厚，而且

相关交流的国际化程度也最高。 通过与社会学、人类学结合而形成的明清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

在 ２０ 世纪末以来快速发展，成果也非常显著。 南开大学的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学者

为主的“华南学派”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是突出代表。 有关徽州、江南、福建、山西等地区域社会和商帮

的研究则综合运用社会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不断扩展研究文献，呈现新

的认识。 与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分支结合来推进明清史研究的努力也早在进行。 总之，借鉴社

会科学进行明清史研究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研究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思考，从逻辑上说，既然明

清史研究的诸多重要发展极大地得益于借鉴社会科学，那么，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瓶颈也可能与借鉴

社会科学有关。 这涉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别，涉及历史学的认知功能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着落

于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既是科学，无论其具体对象是什么，探求的最终目标都

在于普遍性，因而也都具有强烈的理论化追求。 历史学则虽然也要思考普遍性，也要在可能的条件下

做理论性的疏通，但却要特别注重人类实然经历的具体性。 对于历史学说来，具体经验与普遍性之间

是概然的关系，理论化的历史认识都是经过很大幅度转化的，即使在形成理论性认知之后，具体经验

还是不可忽视，还是可能成为不同理论的基点。 尤其是在微观实证研究中，历史经验都是独一无二

的。 在独一无二的具体经验中获得有意义的认识，不能全靠归纳、演绎，不能依赖法则，需要包含感

悟、智慧与良知在内的直观。 所以历史学是可以很大幅度上运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知识来研究

的人文之学，是关于经验的知识，不是彻底的社会科学，当然更不是自然科学。 何兆武先生就曾指出，
“历史学是一种人文知识，而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① 历史学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尽量归

纳现象背后的规律、法则，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并不强求规律、法则，也不仅仅凭借规律、法则来断言

发生了什么和什么情况下必然发生什么。 所以，历史学与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的结合或者交叉，都只在

一定限度内有效，超过适当的限度，就会强事实以就理论，曲解或者演绎历史，适得其反。 历史学的认

知方式并非优于其他一切学科，但却有独到的价值，正如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各有不可替代的认识

功能一样。 故历史学需要借鉴社会科学，却不可在借鉴中失去自我，不可以转变为其他学为目标。 历

史学凭借证据考索事实，“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

要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② 社会科学则允许依托理论模式，在证据链缺

断时推论补充。 故经济学家每每能言历史学家不肯轻易断言之事。 这在诸如明清时期人口数字、海
外白银输入量、人均 ＧＤＰ、中欧经济水平对比等等问题上，皆有例证。 历史学强调具体性，故即使基

于肯定的判断所做的进一步推论也极慎重，社会科学则可能做更大幅度的推论。 于是历史学似乎天

然带有一种偏保守色调，这并非缺陷，而是特色。 历史学就是人类知识中最稳健的门类。 如上所说的

差别并不妨碍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形成紧密的关系，明清史也并非只有历史学家才可以研究，但凡是声

称属于历史学性质的研究，就需要把握历史学的特质。 明清史研究所能提供的并不是关于明清历史

的终极认识，而是从历史学立场所能提出的关于明清历史的认识。 有关明清史的认识，也并非皆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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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傅斯年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 ３ 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９—１０ 页。



史学性质的认识。
（三）把握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

此点就晚近史学研究旨趣的分歧而言。 历史学研究人类以往经历，所涉内容丰富复杂，巨细斑

驳，故理论上说，研究者当不避宏微，凡于认知以往经验有意义、有必要者皆可考究。 然而单一研究者

兴趣、知识结构、研究条件、关注重点必须有所局限，否则无法深入，故有偏重宏观问题和法则而探讨

者，有偏重具体问题而研究者。 晚近史学界围绕历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取向差异，形成许多辨析。 其

间宏观研究曾被与所谓“宏大叙事”关联到一起，遭致讥讽；微观研究则被称为“微观史学”，视为新颖

潮流加以推崇。 其事不久，复有批评历史学已经“碎片化”者。 此类讨论对于明清史而言，自然也有

密切关系。 中国明清时期是世界历史上巨大变迁时代，宏大议题不可回避；该时代去今不远，文献充

备，微观精细研究条件比其他时代优越得多，所以明清史的宏大与细微研究都是推进方向。 宏观研究

最需警惕的，是预设过多。 宏观课题关涉事实内容亦多，研究者难于从原始资料入手逐一推究，势必

较多借鉴他人成果，其易生之弊在于陷入预设而不自知。 微观研究精雕细刻，纤毫毕具，其弊在可能

一叶蔽目而不见泰山。 对“宏大叙事”的批评有其见地，但不可因而将宏观研究污名化；对微观史学

的推介有可取处，但也不可走到放弃宏大论题而以微观课题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方向的地步。 属于宏

观研究范式的“全球史”兴起，其实大致与对“宏大叙事”的批评流行共时，可见历史学研究方式的进

展依赖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脉单传。 全球史研究范式对明清史有特别突出的价值，原因是明清处于早

期全球化的时代，相关研究特别需要全球视野。 这种研究的优长在于突破国家、地域、族裔单元的局

限，注重从跨国家、地域、族裔互动的视角观察全球性的各种关系和变化，因而能够看到在单一国家、
地域、族裔历史研究视野下难以看到的情况。 但是与所有研究范式一样，全球史也有所见有所不见。
其所不见，就是对各个国家、社会内部具体情况的详明考察，因而在讨论宏大历史过程的时候，容易招

惹外因论色调。 此外还应该看到，全球史兴起与 ２０ 世纪后期全球化热潮相关。 全球化与历史上曾经

发生的所有宏大历史过程一样，有利有弊，不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也不是绝对价值的体现。 全球

化兴起早期曾经摧毁诸多原住民社会和文化多样性，其晚近发展也有消解地方社会与社群特异性而

将人类世界导向过度齐一化的作用。 如能对全球化本身的历史性或局限性有所认识，就可以对全球

史研究的适用度做谨慎把握。 宏大或者微观本身并不决定研究成果是否可取，取精用弘，宏大与微观

都可成为有效的探索路径，失离分寸，也都可能走向偏颇。
中国新史学兴起以来的明清史研究已经历一百多年历史，其间最明显的经验就是与时俱进。 现

实社会的发展、遭遇的问题，会不断促使历史学展开新的思考；学术各领域的新成果也会折射到明清

史研究中，形成新的推动。 由是，明清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范式、进路，乃至问题取向，从来不曾固着

一处。 因而，明清史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必须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各种纷至沓来的理论方法资讯，择善

而从，与时俱进。 在人类社会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时代，明清史作为早已国际化的一个学术领

域，也需要承担一部分为人类理解当下处境从而做出更明智选择的责任。 与 １９ 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所

面临的情况比较，当时最急切的事情莫过于推动中国融入现代化的世界各国之林从而实现自强，当下

的事情则是重新审视这个现代化世界基本制度的合理性基础、局限和潜能，从而探索合理的调适之

路。 明清史研究应能为这种探索提供一些历史经验和思想的资源。

（责任编辑：温方方）

·５１·

赵轶峰：明清史的大时代特征与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Ｅｒ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Ｚｈａｏ Ｙｉｆｅ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ｅｒａ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ｒａ，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ｉｎｇ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ｃｈ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ｒａ，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ｅ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 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ａｔ
ｅｒａ，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ｅｒａ．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ｒａ， ｔｈｅ ｖａｓｓ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ｓ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ｋｅｅｐ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ｃｒ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Ａｓ ａ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Ｑ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ａｒ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ｅｎｓ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Ｎａｎｚｈｉｌ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Ｂｏｙｉ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ｎｚｈｉｌ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Ｊｕｎ ／ Ｂ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ｔ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ｗａ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ｒｅｓ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
Ｃｅｎｓ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Ｊｕ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ｉｌｉｔｉａ，
ａｌｓ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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